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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省区环境污染资源损失及其外溢效应研究

舒　 元，黄亮雄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测量环境污染损失和资源损耗的经济价值（环境污染资源损失）是制定环境资源政策的关键。为
此，沿用世界银行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方法测量了我国 ３０ 个省区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的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分析了它的
区域分布特点并验证了其外溢效应的存在性。结果表明，我国省区间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存在显著的正外溢效

应。这种效应在空间上表现为损失程度相近的省区彼此集聚，在政策举措上表现为省区的环境资源政策行为相互

模仿。这种外溢效应主要源于东部省区内部；其次源于中部与西部跨区之间；另外在中部省区内部以及东部与中

部跨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正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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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近 ３０ 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壮丽画卷背后，环境资源问题令人担忧。据国家发布的信息，２００９
年我国的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严重。大气污染方面，在开展了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的全国 ６１２ 个县
级及以上城市中，仅 ４． ２％的城市达到一级标准。监测的 ４８８ 个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市（县）高达
２５８ 个，占 ５２． ９％。水污染方面，２０３ 条河流 ４０８ 个地表水国控监测断面中，Ⅲ类以下水质的断面比
例仍高达 ４２． ７％。２６ 个国控重点湖泊（水库）中，Ⅲ类以下水质的有 ２０ 个，占 ７６． ９％ ①。与此同时，

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愈发依赖，２００９ 年全国天然气的开采量为 ８５１． ７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１１． ９％；煤炭开采量为 ３０． ５ 亿吨，比上年增长 １６． ４％ ②。可见，环境资源问题不容忽视，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及发展循环经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当务之急。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要衡量经济、环境与资源三者的关系；就要研究经济的增长带来了多少环

境污染损失，损耗了多少资源，也就是需要测量地区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和资源损耗的程度③。只有

合理地测量出地区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程度，才能使人们认识到环境资源问题的严重程度并验证环境

资源政策的有效性，同时能为政府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信息支持。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测量是衡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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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境经济体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对其测量有非货币评价和货币评价两种评价模式。非货币评价

模式试图建立一个多维、多层次的指标体系，对环境资源的多个截面或多个维度进行评价，如 １９９９ 年
出版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１］。但这种衡量体系容易出现指标

信息覆盖不全或指标间信息重叠两个问题。货币评价模式就是对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失、生产带来的

资源损耗统一以货币的形式表示。这种模式通用性比较好，评价结果简明易懂。目前无论官方机构

还是个人的研究多采用这种模式。这种评价模式在我国的应用始于上世纪 ８０ 年代，过孝民和张惠勤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第一次应用这种评价模式估算了全国范围内的环境污染损失，指出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年间平均每年损失为 ３８０ 亿元，占 １９８３ 年 ＧＮＰ的 ６． ７５％ ［２］。这项研究不但具有开创性，而且它使用

的方法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后来被许多研究者沿用。夏光和赵毅红估算了我国 １９９２ 年环境污染造成
的经济损失，估值约为 ９８６． １ 亿元，占当年 ＧＮＰ的 ４． ０４％ ［３］。郑易生等估算的我国 １９９３ 年环境污染
经济损失为 １０８４． １ 亿元，占当年 ＧＮＰ的 ３％以上［４］。世界银行的估算结果令人吃惊，它指出 １９９５ 年
我国大气与水污染的损失占当年 ＧＤＰ 的比重高达 ８％ ［５］。进入 ２１ 世纪，国家环保总局和统计局对
２００４ 年我国绿色 ＧＤＰ作了详尽的核算，指出 ２００４ 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 ＧＤＰ 的
３． ０５％，虚拟治理成本占当年 ＧＤＰ的 １． ８０％ ［６］。世界银行再次关注我国的大气污染问题，经过估算

后指出，２００３ 年我国大气污染所造成的健康损失占 ＧＤＰ的 ３． ８％ ［７］。

上述的估算虽科学严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且深刻揭示了我国环境资源问题的严峻现状，但仍

存在两点不足：（１）除了对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测算之外，其余研究则仅局限于对环境污染的损失进
行估算，而忽视了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损耗。事实上，自然资源诸如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及森林资源

是不可再生资源或者再生周期较长，对其过度开发而取得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同时，环境问题与

资源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可见，测量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同样重要。（２）很多研究仅估计了全国
数据，而缺失对我国分地区的研究，例如对省区层面的研究。我国区域差异巨大，如果把估算细致到省

区层面，将对制定地区政策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综合环境污染损失和资源损耗，把分析

区域细致到省区层面，并参考世界银行 ２０１１ 年报告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的方法，测算了我国
３０ 个省（市，区）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的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分析了其区域分布特点。

地区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可看作是该地区环境资源政策的体现。而我国省区政策的制定往往植

根于省区的相互影响之中。那么，省区间的政策举措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相互模

仿，还是相互对立？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探讨省区间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外溢效应（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若不存在外溢效应，则省区间的政策举措是相互独立的；若存在正的外溢效应，省区间表现为相互模仿

的政策互动；若存在负的外溢效应，省区间表现出相互对立的政策互动。科学地验证外溢效应的存在性

并辨别其方向，有助于深刻了解我国区域关系，妥善处理好区域问题。这也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本文如下部分的结构安排：第二部分阐述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测量方法；第三部分针对测量的结

果进行区域分布分析；第四五部分为实证部分，验证我国省区间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外溢效应；

第六部分为结论。

二、测量方法

本文在参考了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Ｃｌｅｍｅｎｓ 和世界银行 ２００２ 年方法的基础上，主要使用了世界银行 ２０１１
年报告所使用的测量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程度的方法，这种方法也是一种货币评价模式方法［８ １０］。相

比于庞杂的评价体系，这种方法操作性更强，且较易拓展到省区层面。本文沿用该种方法，把环境资

源损失分为自然资源损耗、二氧化碳排放的破坏与对环境破坏的治理投入三部分，具体核算可由以下

公式表达：

ＤＡＭ ＝ ∑Ｒｉ ＋ ＣＤ ＋ ＧＥ （１）

其中，ＤＡＭ 为环境污染资源损失，Ｒｉ 为各项资源的损耗，ＣＤ 为二氧化碳排放的破坏，ＧＥ 为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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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破坏的治理投入。

各项资源损耗包括能源损耗、矿产损耗和森林损耗。各损耗 ＝ ＰＶ（利润以 ４％进行折旧）／ Ｔ。其
中，Ｔ为资源的寿命，ＰＶ 为现值。Ｔ 的选取因资源的不同而不同，但大部分资源的寿命都集中在 ２０
年—３０ 年，故世界银行的评价有选择 Ｔ ＝ ２０［１１］，也有选择 Ｔ ＝ ２５［８］，但本文选取 Ｔ ＝ ２５。

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都是非再生资源，其中能源资源一般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而矿产资源包

括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有关其利润，本文选取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和煤炭开采业的利润总额来表

示能源资源的利润；选取黑色金属采矿业和有色金属采矿业的利润总额来表示矿产资源的利润。数

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至于森林财富，包括木材资源和非木材资源，但一般认为森林产品的利润率介于耕地和草地之

间，而耕地的利润率大约为 ３０％，草地产品的利润率大概是 ４５％ ［８，１２］。因此，本文选取 ３５％，也就是
说，森林利润是林业总产值的 ３５％。另外，森林是可再生资源，每年大约有 １０％的森林可以再生，于
是用原利润率减去再生率，可得森林资源损害等于林业总产值的 ２５％。林业总产值的数据来源于各
期《中国农业年鉴》。

二氧化碳的破坏（ＣＤ）＝ 排放量（吨）× ２０ 美元（以 ２００５ 年为基年折算成人民币为 １６３． ８３
元）［１３］。至于各省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算法，可参看杜立民的做法，主要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１４］。

对环境破坏的治理投入（ＧＥ），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环境污染治理总额包括工业污染源
投资、建设项目环保投资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三项，这三项数据主要来源于各期《中国环境

统计年鉴》①。

三、环境资源损失的区域分布

使用上节论述的方法，本节测算出我国 ３０ 个省（市，区）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的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
失②③，并分析其在我国的区域分布。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我国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愈加严重。如图 １ 所示，２００４ 年全国人均环境污染

资源损失为 ７７１． ５８ 元④，２００９ 年上升到 １４２２． ００ 元，年均增长 １０． ７％，高于同期全国人均 ＧＤＰ 年均

９． ５％的增长率。也就是说，环境污染资源损失占 ＧＤＰ的比重将越来越高。事实上，２００４ 年全国环境

污染资源损失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６． ７％，２００９ 年上升为 ７． ２％ ⑤，环境资源问题令人担忧。分区域来

看，这六年来，东部的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东中西部的年均增长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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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大部分省区在 ２００４ 年以前都没有公布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数据，所以本文的测量年限为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
限于数据的获得，这里不包括西藏自治区。

所有数据都使用 ＧＤＰ缩减指数进行平减，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
３０ 个省区的平均，下同。
相比于《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２００４》，我们的结果高出约两个百分点，因为前者没有计算自然资源的损耗。



为 ８． ６％、１２． ９％和 １１． ６％。可见，近年来，中西部对环境资源的索取程度愈渐追上东部地区，这与各
地区的发展模式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凭借着地理优势以及低廉的劳动力，选择制造业

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如长三角和珠三角模式。这种模式符合比较优势原理，使得企业拥有自生能

力，进而适应市场要求［１５］。经过 ３０ 年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初见成效，虽然对经济发展环境的破坏
在加强，但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却有所降低。中西部省区虽然没有东部省区的地理优势，也缺乏较好的

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以及市场环境等因素，但却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自

然资源越发成为稀缺资源，价格不断推高。在“标尺竞争”下，自身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省区，着力追

赶东部省区，从而更关注于短期内对 ＧＤＰ增长有显著贡献的自然资源开采项目，而忽视开采自然资
源对环境的破坏，这样就造成中西部省区的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增长愈快。

　 　 　 　

①泰尔指数 Ｔｅｉｌ ＝∑｛（ｇｉ ／ Ｇ）ｌｎ［（ｇｉ ／ ｐｉ）／（Ｇ／ Ｐ）］｝，其中 ｇｉ 为 ｉ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ｐｉ 为 ｉ地区的人口、Ｇ和 Ｐ则对应全国总值。

　 　 以泰尔指数①来反映我国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区域差异。如图 ２ 所示，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泰尔
指数由 ８． ７％下降到 ８． ３％，这是由于基数较大的东部，损失增长率放缓，中西部地区则增长迅速，局
域差距缓慢下降。但 ２００８ 年较为特别，泰尔指数大幅增长到 １１． ０％，２００９ 年又回落到 ８． ７％，与
２００４ 年相当。也就是说，除了 ２００８ 年之外，我国的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区域差异基本稳定。

图 ３　 我国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区域分布（单位：元）

图 ３ 使用分位数来反映我国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区域分布。对比 ２００４ 年与 ２００９ 年可知，
省区的集团间变化较少，特别是处于第一和第二集团（５０％与 ７５％百分位以后）的省区基本没有发生
变化，仅是广东与海南由 ２００４ 年的第二集团下降到 ２００９ 年的第三集团（２５％至 ５０％百分位之间的
省区），与此同时，陕西与福建由 ２００４ 年的第三集团上升到 ２００９ 年的第二集团。第一和第二集团大
部分是沿海省区或是内陆拥有国际边界的省区，第三和第四集团省区则大部分是内陆省份。这样就

形成了外圈套内圈的分布格局，其中，外圈是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较高的第一和第二集团省区，内

圈则是损失较低的第三和第四集团省区。如此的区域分布与区域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有较强的联

系。第一集团的省区多集中于与河北和内蒙古交界的省区，这些省区有的是能源或资源大省，如内蒙

古和山西均是煤炭大省；有的是重工业基地，如河北和辽宁，这些省区一方面对资源索取较多，另一方

面对环境污染也较重。第二集团多集中于沿海省区，也包括资源大省新疆和重工业基地黑龙江与吉

林。沿海地区经济规模较大，对环境的破坏也较大。特别地，北京、上海与天津这 ３ 个直辖市六年来
都处于第一集团。三市辖区面积小，环境承载力有限，但由于其地位特殊，过去发展了不少重工业产

业，如上海的宝钢等，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深究。不过，现在三市的排名已有所下降，同时损失的

增长速度较慢，分别为 ３． ４％，３． ５％与 ３． ３％，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市的环境相对改善。

·９８·



四、实证方法

（一）计量方法

上节的分析指出我国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区域分布呈集聚状态：沿海省区与拥有国际边界

的省区构成的第一和第二集团形成外圈，中部与西南部的内陆省区构成的第三和第四集团形成内圈。

这体现出地区经济地理行为间的空间依赖性。真实的空间依赖性反映了现实中存在的空间交互作用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比如区域经济要素的流动、创新的扩散、技术溢出等。本文就是要构造计
量模型来识别省区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空间依赖性。

在现实的经济地理研究中，许多涉及地理空间的数据普遍存在空间依赖性，例如一般认为空间上

离的近的变量之间比在空间上离的远的变量之间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１６］。传统的统计与计量理论

忽视了这种空间依赖性，其统计与计量分析的结果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１７］。空间计量分析为这种研

究打开了一扇窗。空间依赖性可以用空间滞后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ＳＬＭ）与空间误差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ＳＥＭ）两种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刻画［１８］。

空间滞后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ＳＬＭ）的表达式为：
ｙ ＝ ρＷｙ ＋ Ｘβ ＋ ε （２）
其中，参数 β反映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Ｗ为空间加权矩阵；空间滞后因变量 Ｗｙ 是一个内生变

量，反映了空间距离对区域行为的作用；参数 ρ衡量了样本观察值中的空间依赖作用，即相邻地区的观察值
ｙ对本地区观察值 ｙ的影响方向和程度。由于 ＳＬＭ模型与时间序列中自回归模型相类似，因此 ＳＬＭ也被
称作空间自回归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ＡＲ）。特别地，ＳＬＭ常用于讨论各变量在地区间是否有
扩散现象（外溢效应）。本文也将检验我国省区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方程是否适用该模型。

空间误差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ＳＥＭ）的数学表达式为：
Ｙ ＝ Ｘβ ＋ ε（其中，ε ＝ λＷε ＋ μ） （３）
式中，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λ为 ｎ × １阶的截面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

误差向量。ＳＥＭ中参数 β反映了自变量 Ｘ对因变量 ｙ的影响。ＳＥＭ的空间依赖作用存在于扰动误差项
之中，λ度量了邻近地区关于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观察值的影响程度。鉴于 ＳＥＭ模型与时间序
列中的序列相关问题类似，因此被称为空间自相关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ＡＣ）。

（二）空间加权矩阵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引入空间加权矩阵来表达空间相互作用。空间加权矩阵Ｗ为一个 ｎ × ｎ的
对称矩阵，其对角线上的元素 Ｗｉｉ 被设为 ０，而 Ｗｉｊ 表示区域 ｉ和区域 ｊ在空间上相连接的原因。其权数
的设定一般有两种规则：地理位置规则与空间距离规则。本文涉及的权数均采用这两种规则。地理位

置规则使用Ｒｏｏｋ邻近空间加权矩阵（Ｗｒ），即当两个地区拥有共同边界时，ｗｉｊ ＝ １，而当两个地区没有
共同的边界时，ｗｉｊ ＝ ０①。空间距离规则采用 Ｋ值最邻近空间矩阵（Ｗｋ），具体为给定空间单元周围选
择最邻近 Ｋ个地区的权数为 １，其余为 ０，一般地，Ｋ ＝ ４［１９］。为了减少或消除区域间的外在影响，权值

矩阵被标准化 ｗｉｊ ＝ ｗｉｊ ／ ∑
ｎ

ｊ ＝ １
ｗｉｊ，从而使行元素之和为 １。

五、外溢效应的实证结果

（一）数据描述

本节所使用的数据是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 ３０ 个省区各年的横截面数据，使用逐年回归的方法进行分

·０９·

①为了避免“单个岛屿效应”，设定海南省与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共同边界。



析。本节的实证步骤如下：首先是数据描述，其次进行 ＳＬＭ 与 ＳＥＭ 检验判别，最后得出回归结果并
作时间比较。

因变量为上文测量的各省区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ｄａｍ）。自变量方面，除了Ｗｙ或Ｗε，其余控
制变量主要源于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 Ｋｒｕｅｇｅｒ的环境三效应模型［２０］，该模型经过 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 等建立数理模型验
证［２１］。他们将影响环境的因素分为三种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规模效应是指经济

规模的增大，影响到环境污染资源的损失，用真实人均 ＧＤＰ 及其平方项来反映。这些最早见于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 Ｋｒｕｇｅｒ的 ＥＫＣ假说［２０］。后来，Ｃｏｐｅｌａｎｄ和 Ｔａｙｌｏｒ为 ＥＫＣ 假说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数理推
导，并研究了南北贸易环境的关系，揭示了高收入地区选择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原因［２２］。结构效应

是指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变化，这里使用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ｗｅ２）来反映。
技术效应是指因为技术的进步致使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改变，这里使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的人员数量

（ｒｄ）表示。另外，使用对外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ｔｉ）来捕捉污染产生的效应。为了
反映政府保护环境的努力程度，本文采用类似于曾文慧提出的水污染有效征收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ｅｖｙ
Ｒａｔｅ，ＥＬ），以总排污费除以未达标工业废水排放量来度量［２３］。

综合各变量，以 ２００９ 年为例，对其进行简要的数据描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数据描述（２００９ 年）

ｄａｍ ｐｇｄｐ ｐｇｄｐ２ ｗｅ２ ｒｄ ｔｉ ｅｌ
观测值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均值 １１８４． １０２ ２． ２３５ ６． ８０６ ４７． ４６１ ７６３２９． ６７０ ２７． ８６５ ５１９． ７３８
最小值 ９７５． １０４ １． ６０３ ２． ５７０ ４９． ００９ ５５３３４． ０００ １１． ５３５ １１． ８０２
最大值 ２７９６． ２４５ ６． ７２５ ４５． ２２６ ５６． ５２１ ２８３６５０． ０００ １２６． ０８０ １５１１４． ９００

（二）实证结果

判断地区间空间相关性是否存在以及 ＳＬＭ 和 ＳＥＭ 哪个模型更恰当，一般可通过包括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检验、两个拉格朗日乘数（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检验，ＬＭＬＡＧ、ＬＭＥＲＲ及其稳健（Ｒｏｂｕｓｔ）的 ＲＬＭＥＲＲ、
ＲＬＭＬＡＧ）等检验来实现。表 ２（见下页）列示了使用 ２００９ 年省区数据进行的几项检验。

Ｍｏｒａｎｓ Ｉ检验，无论是 Ｗｒ 还是 Ｗｋ 加权矩阵都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我国各地区人
均环境资源损失的分布出现了空间上的聚集现象，即具有人均较高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地区相互临

近，而具有较低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地区也相互临近。

尽管 Ｍｏｒａｎｓ Ｉ统计量表明我国省区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空间自相关作用是显著的，但是该统
计量不能显示出高损失地区或低损失地区集聚的具体情况。我们使用 Ｍｏｒａｎ散点图来揭示这一现象。

Ｍｏｒａｎ散点图以每个地区观测值的离差为横坐标，以其空间滞后值为纵坐标，四个不同的象限分
别对应四种不同的局部空间相关关系。如图 ４（见下页）所示，以 Ｗｋ权重为例，位于第一象限即 ＨＨ
（ＨｉｇｈＨｉｇｈ）型地区以及第三象限即 ＬＬ型（ＬｏｗＬｏｗ）地区的省区居多，导致拟合线的斜率为正。其
中，第一象限包括内蒙古、黑龙江、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宁夏、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和上海，这些省

区本身具有较大的损失值，并且其附近的地区也具有较大的损失值。ＨＨ 型地区和 ＬＬ 型地区表示
地区间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且空间实体呈现空间集聚。

至于 ＳＬＭ与 ＳＥＭ的选择，Ａｎｓｅｌｉｎ和 Ｆｌｏｒａｘ提出了如下判别准则：如果在空间依赖性的检验中发
现 ＬＭ（ｌａｇ）较之 ＬＭ（ｅｒｒｏｒ）在统计上更加显著，且 ＲＬＭ（ｌａｇ）显著而 ＲＬＭ（ｅｒｒｏｒ）不显著，则可以断定
适合的模型是 ＳＬＭ；相反，如果 ＬＭ（ｅｒｒｏｒ）比 ＬＭ（ｌａｇ）在统计上更加显著，且 ＲＬＭ（ｅｒｒｏｒ）显著而 Ｒ
ＬＭ（ｌａｇ）不显著，则可以断定 ＳＥＭ是恰当的模型。

从表 ２（见下页）可知，Ｗｒ 加权矩阵中，ＬＭ（ｌａｇ）检验显著而 ＬＭ（ｅｒｒｏｒ）检验不显著，因此选择
ＳＬＭ；Ｗｋ 加权矩阵中，ＬＭ（ｌａｇ）与 ＬＭ（ｅｒｒｏｒ）检验显著，但 ＲＬＭ（ｌａｇ）检验显著而 ＲＬＭ（ｅｒｒｏｒ）检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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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Ｍｏｒａｎ散点图（２００９ 年）

显著，因此也选择 ＳＬＭ。那么，两个加权矩阵的空间回归模型均使用 ＳＬＭ。于是，回归模型设定为：
ｄａｍ ＝ β０ ＋ ρＷ·ｄａｍ ＋ β１ｐｇｄｐ ＋ β２ｐｇａｐ２ ＋ β３ｗｅ２ ＋ β４ ｒｄ ＋ β５ ｔｉ ＋ β６ｅｌ ＋ ε （４）
正是由于选择了 ＳＬＭ，（４）式可考察省区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外溢效应。式中 ρ 的符号决

定了外溢效应的方向，其大小决定了效应的大小。若 ρ ＝ ０，则不存在外溢效应，此时省区间的政策举
措是相互独立的；若 ρ ＞ ０，则存在正的外溢效应，此时省区间表现为相互模仿的政策互动或称政策互
补；若 ρ ＜ ０，则存在负的外溢效应，此时区间表现为差异化的政策互动或称之为政策替代。

表 ２　 空间相关检验（２００９ 年）

Ｗｒ Ｗｋ
ＴＥＳＴ ＭＩ ／ ＤＦ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ＯＢ ＭＩ ／ ＤＦ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ＯＢ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０． １４３ ２． １６２ ０． ０３１ ０． ３１２ ４． ２１１ ０． ０００
ＬＭ（ｌａｇ） １． ０００ ３． ４４４ ０． ０６３ １． ０００ ９． ９８７ ０． ００２
ＲＬＭ（ｌａｇ） １． ０００ ２． １９９ ０． １３８ １． ０００ ３． ９５４ ０． ０４７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１． ０００ １． ２８４ ０． ２５７ １． ０００ ６． ０３５ ０． ０１４
ＲＬＭ（ｅｒｒｏｒ） １． ０００ ０． ０３８ ０． ８４５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９６０

空间计量模型存在自变量的内生性，这类模型的估计如果仍采用 ＯＬＳ，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
效，因此需要通过 ＩＶ、ＭＬ 或 ＧＬＳ、ＧＭＭ 等其他方法来进行估计。Ａｎｓｅｌｉｎ 建议采用极大似然法估
计［１８］。另外，针对扰动项方差的设定不同，ＬｅＳａｇｅ和 Ｐｅａｃｅ以贝叶斯的视角拓展了空间计量模型，并
使用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ＭＣＭＣ）方法进行估计［２５］。这里，我们使用两种空间加权矩阵，使用

ＭＬ与 ＭＣＭＣ两种方法分别估计各年的情况，其中 ２００９ 年的回归结果见表 ３（见下页）所示①。
表 ３ 使用了两种空间加权矩阵和两种回归方法，共四个方程来验证我国省区人均环境污染资源

损失的外溢效应②，结果都显示 ρ值显著为正，即存在正的外溢效应。这种效应在空间上，表现为相
近损失水平的省区集聚在一起，于是就形成了图 ３ 所示的我国省区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外圈套内
圈的空间分布，其中外圈是人均损失较大的沿海省区与拥有国际边界的省区，内圈是人均损失较小的

内陆省区。在政策举措上，正的外溢效应表现为省区的环境资源政策行为相互模仿。那么，一省区采

用减小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措施，其临近的省区也相应采取减小损失的措施。这样的现象与 Ｈｕ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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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表 ３ 只列示了 ２００９ 年的回归结果，其余年份的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使用修正拟合优度（Ｒｂａｒ＾２）和最大似然值（ｌｌ）来判别，应选择方程（４）。



等的榜样效应如出一辙［２６］。

表 ３　 ＳＬＭ回归结果（全国样本，２００９ 年）

（１） （２） （３） （４） （５）
ＯＬＳ ＷｒＭＬ ＷｒＭＣＭＣ ＷｋＭＬ ＷｋＭＣＭＣ

ρ ０． ２７６ ０． ２２１ ０． ５１４ ０． ３９１
（０． １５９） （０． １５０） （０． １５１） （０． １７０）

ｃｏｎ － ６１１． １２７ － ７１４． ０７４ － ３５９． ４７９ － ７９９． ５３６ － ４３５． ４３５
（６６５． ２６３） （５５２． ２６１） （５４２． １４５） （４８３． ７５７） （５１５． ３９１）

ｐｇｄｐ ８７９． ６１６ ６９３． ２５２ ５９４． ４６１ ５６７． ３３７ ５４０． ４８８
（２７８． ８２７） （２４９． ９５１） （２８４． ４７５） （２１５． ８０１） （２７４． ８８７）

ｐｇｄｐ２ － ５３． ０２３ － ３７． ９３１ － ２９． ３７７ － ３４． ５４３ － ２８． ４８９
（３９． ０００） （３３． ５４１） （３５． ４１０） （２８． ６４６） （３４． ７７０）

ｗｅ２ １４． ６４８ １４． ９６０ ８． ６９３ １５． １５３ ８． ８２９
（１４． １６７） （１１． ７０６） （１１． ４０９） （１０． ２３０） （１１． ４８０）

ｒｄ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ｔｉ － ７． ２２０ － ４． ７１４ － ４． ３１９ － １． ０４１ － ２． ５４８
（８． ４１５） （６． ９８９） （７． １２０） （６． ２３０） （７． ２９８）

ｅｌ －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１）

Ｏｂｓ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Ｒｂａｒ＾２ ０． ４６４ ０． ５０１ ０． ４１２ ０． ５３１ ０． ４５１
ｌｌ － ２１８． ４２１ － ２０６． ６１０ ＮＡ － ２０３． ３２６ ＮＡ

　 　 注：（１），，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２）括号中为标准误；（３）ｌｌ表示最大似然值。

考察外溢效应的时间变动趋势。如图 ５ 所示，四个方程度量的 ρ值都具有相仿的时间变动趋势。
图中ＭＬ的估计值比ＭＣＭＣ的估计值大。ＬｅＳａｇｅ指出ＭＬ与ＭＣＭＣ的估计差异在于模型的异方差大
小［２７］。空间加权矩阵 Ｗｋ的 ρ值大于Ｗｒ的 ρ值，源于Ｗｋ赋予最近的 ４ 个省区的权数为 １，而Ｗｒ则
是赋予邻近省区的权数为 １，而我国各省区平均拥有 ４． ２３ 个邻近省区。这样，最近 ４ 个省区的平均
距离小于邻近省区①。某省与其最近 ４ 个省区的紧密程度大于邻近省区时，其对最近 ４ 个省区的影
响也与其邻近省区的影响相当。在时间变动上，２００６ 年，ρ值达到峰值，其余Ｗｋ的 ρ值较为稳定，ＭＬ
估计一般在 ０． ５ 的水平，ＭＣＭＣ估计一般在 ０． ４ 水平。而 Ｗｒ 的 ρ 值在 ２００８ 年有个明显的低谷，但
ＭＬ估计基本维持在 ０． ３，ＭＣＭＣ 估计基本维持在 ０． ２ 的水平。正是由于省区的正外溢效应普遍存
在，省区间的环境资源政策相互模仿，导致我国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区域差异较为稳定，这点又

与图 ２ 泰尔指数反映的结果相互印证。

图 ５　 ρ值时间趋势图（全国样本）

控制变量方面，真实人均 ＧＤＰ
的系数显著为正，其二次项的系数

虽符号为负，但不显著，即人均环

境污染资源损失的 ＥＫＣ 假说不成
立，而是与真实人均 ＧＤＰ 呈斜率
为正的线性关系。以方程（４）为
例，真实人均 ＧＤＰ 每增长 １ 万元，
人均环境资源损失增加 ５６７． ３４
元。按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新增

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约占新增 ＧＤＰ的 ５． ７％，再次说明了我国环境资源问题的严峻性。结构效应中的
二产占 ＧＤＰ比重（ｗｅ２）虽然系数符号为正，但不显著，即二产比重的增加没有显著加大环境资源的

·３９·

①指省区间的质心距离。



损失。观察图 ３ 可知，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较高的省区，二产比重较高（如：山东、河北生产排污较
为严重），但诸如山西、内蒙古等资源大省对资源的损耗较多，然二产比重不大，因此综合起来看，结

构效应对二产比重的影响不显著。再者，对外依存度（ｔｉ）的系数不显著，表明污染天堂效应在我国不
成立。而环保努力程度（ｅｌ）的系数仅在方程（４）中通过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的环保效果不
是很突出。捕捉技术效应的研究与试验发展全时人员当量（ｒｄ）的系数显著为负，即技术进步能降低
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全时人员当量每增加 １ 单位，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降低 ０． ００４ 元。控制变
量中三种效应的验证说明，当经济规模扩大的同时降低对环境资源的负荷需要靠技术进步。因而，加

大研发，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也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表 ４　 各年分地区 ρ值（加权矩阵Ｗｋ，ＭＬ估计）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中部 中西部 东西部

２００９ ０． ７９９ ０． ３１４ － ０． ０７８ ０． ５２７ ０． ６５４ ０． ２７５
（０． ０９０） （０． ２１６） （０． ３６０） （０． １７７） （０． １０２） （０． ２０６）

２００８ ０． ４１８ － ０． ４９１ － ０． ４２６ ０． ４９９ ０． ５８２ ０． ２１１
（０． １８３） （０． ３７１） （０． ３４９） （０． １８６） （０． １３２） （０． ２１４）

２００７ ０． ６５２ ０． ４２６ － ０． ５３８ ０． ４５０ ０． ６０７ ０． ２３２
（０． ０７０） （０． ２１９） （０． ３３９） （０． １５９） （０． １３５） （０． ２０８）

２００６ ０． ８１０ ０． ５２２ － ０． ５６３ ０． ５１９ ０． ６４１ ０． １８５
（０． ０７２） （０． ２１３） （０． ３３３） （０． １５７） （０． １２６） （０． ２１６）

２００５ ０． ８４９ ０． ４３３ － ０． ５８２ ０． ３７０ ０． ６２６ ０． １３１
（０． ０８４） （０． ２３１） （０． ３２４） （０． １７６） （０． １３１） （０． ２０３）

２００４ ０． ７９９ ０． ４１２ ０． ０２４ ０． ４５８ ０． ６２０ ０． ０５５
（０． １０６） （０． １８４） （０． ２８９） （０． １７７） （０． １３３） （０． ２１７）

　 　 注：（１），，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２）括号中为标准误差。

分地区比较外溢效应的情况。由于以Ｗｋ刻画空间相互作用，使用 ＭＬ估计的效果较好，于是采用
方程（４）对分地区进行检验①，结果由表４显示。从东中西三地区来看，东部省区内部的外溢效应显著为
正，且系数较大，除了 ２００８年外，ρ值都基本维持在 ０． ８，比全国估计得出的表 ３ 的方程（４）大。与此同
时，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中部的 ρ值显著为正，此时中部省区内部也存在正外溢效应，但系数却比全国样本的
小，而且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系数不显著，此时中部省区内部不存在外溢效应。西部的 ρ值大多不显著，甚
至在 ２００５年和 ２００６年显著为负，即在区域分布上，人均环境资源损失相当的省区会离散；在政策举措
上，地区的行为恰好相反，某省区采用减少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措施，其临近的省区反而采用增大损失

的措施。Ｈｕａｎｇ等将这种效应称为转移效应。综合三地区来看，全国层面存在的正的外溢效应主要源
于东部地区内部。在地区间竞争下，各省区追逐 ＧＤＰ的热情世界罕见［２８］，但短期内使 ＧＤＰ快速增长的
措施，往往都是相仿的，如地方政府会选择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２９］；地方政府会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上的投资而忽视教育投资［３０］。这种竞争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尤为激烈［３１］。

再分析地区间的交互作用。东中部和中西部的 ρ值显著为正，且中西部的值较大，那么中部与西
部之间在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外溢效应强于东部与中部之间。东部与中部地区无论是在地理，

还是在经济方面的差异都相对强于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差异。地区间竞争，确定政绩的好坏，通常以实

力相当的省区作对比。这样，某省区只会关心与其相仿的省区，即该省区对与其实力相当且临近的省

区政策作出较快反应，但对与其差异很大的省区的反应就较为缓慢，甚至不作出反应，这样中部与西

部省区间的外溢效应就强于东部与中部间的外溢效应。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性

小于跨区间，其竞争激烈程度也高于跨区间省份的竞争，跨区的东中部和中西部的外溢效应强度均低

于东部内部。另外，东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东部与西部的交互作用不明显。这是由于一方面，西

部省区离发达地区太远，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力度有限，其影响范围不足以辐射到西部地区；

·４９·

①ＭＣＭＣ的估计结果与 ＭＬ一致，并不影响区域比较的属性。



另一方面，西部与东部差异大，并不是彼此竞争的对象，二者相互影响较少。

六、结论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诸多问题，其中环境资源问题尤为重要。因此，如何合理地测量

我国各省区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程度并分析其特征便成为了制定环境资源政策必先认真对待的问题。

本文沿用 ２０１１ 年世界银行对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货币评价模式，测量了我国 ３０ 个省区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的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分析了它的区域分布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验证了我国省区间人均环境

污染资源损失外溢效应的存在性，其结果表明：

第一，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我国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愈加严重，其年均增速高于同期 ＧＤＰ 增速，这
其中中西部较快。由于东部基数较大，中部与西部的差距拉大，故总体上我国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

的区域差异基本稳定。在区域分布上，形成了损失严重的外圈套损失较小的内圈这一格局，外圈是东

部沿海省区以及拥有国际边界的北方省区，内圈是中西部内陆省区。

第二，针对损失的区域分布特点，本文使用了空间计量回归的方法，验证了我国省区人均环境污染

资源损失存在正的外溢效应。这种效应在空间上表现为相近损失水平的省区集聚在一起；在政策举措

上，表现为省区的环境资源政策行为相互模仿。从分地区来看，这种效应主要源于东部省区内部；从跨

区域交互影响来看，这种效应主要源于中部与西部之间及东部与中部之间，且前者的外溢效应为大。

我国人均环境污染资源损失的区域分布特点及存在的正外溢效应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示：我国

要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要妥善

处理好区域问题。我国省区间的环境资源政策具有相互模仿的特征，那么确立榜样地区，使其发挥示

范作用，就能产生连锁效应。同时，这种模仿特征更多地归根于地区竞争，因此通过制度创新使得地

方政府从竞争走向竞合是解决地区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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